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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种移动：朝鲜族女性婚姻移民及其娘家的家庭战略

赛汉卓娜
（长崎大学 多文化社会学部，日本 长崎８５２－８５２１）

摘　要：２０世纪９０年代至２１世纪初，延边地区朝鲜族女性大量外嫁韩国。时至今日，外嫁热潮虽然早已

冷却，但是影响依然存在。通过对延边在住婚姻移民的娘家成员等的访谈，从婚姻移民的送出方，即家族的角

度来探讨延边朝鲜族国际婚姻移动过程中的家庭战略，调查显示朝鲜族婚姻移民家庭战略的直接目标是在城

市购买新房以及通过教育达到阶层上升，也引发了娘家男性和老年人的跨境劳务移动、跨境扩大家族的形成等

间接效应。同时，朝鲜族婚姻移民家庭在遇到期待落空等问题时，通过婚姻移动经济劣势方的逆向补偿及跨国

打工持久化等来调适。朝鲜族女性婚姻移民的家庭战略主体既是个人又是家族，家族扮演了父权制家长的角

色，但家族的利害关系和个人的利害关系在某种程度上又是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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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家庭战略（ｆａｍｉｌｙ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理论在现
代家庭研究中的有效性重新受到讨论。家庭战略
论是指，家族的行为并不是被动地顺从于某些规
则或规范之下产生的，而是在结构性的诸多条件
的影响下，以提高家族的经济性的／象征性的利益
为目标的有意或者无意的带有主动性的诸多实

践。［１］其中，结婚战略、教育战略等家族行动的特
定领域的概念为家庭战略的下层概念（ｓｕｂ－ｃｏｎ－
ｃｅｐｔ）。特别是法国社会学家Ｐｉｅｒｒｅ　Ｂｏｕｒｄｉｅｕ的
有关结婚战略的研究对家庭战略概念普及产生了

很大影响。［２］

家庭战略研究在日本也较有影响。日本早期
的家庭战略研究中曾经指出了两个问题：其一，战
略的主体问题，即家庭战略的主体究竟是家族还
是个人；其二，家族的利害关系和个人的利害关系
不一致问题。特别是日本传统的“家”制度中所显
现出的家族集团的合理选择，往往是以家族中特
定的个人做牺牲来实现的。当然上述观点针对的

是日本人的家庭战略，但这些观点对观察亚洲女
性的跨境婚姻移动现象有一定启示。家庭战略在
嫁往日本的中国女性婚姻移民的适应过程中曾经

受到关注。［３］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至２１世纪初，延边地区发生
了众多的中韩跨国婚姻案例，大量中国朝鲜族女
性嫁往韩国。当时很大一部分的朝鲜族女性是为
了改善娘家（离婚者还包括子女）的生活而迈出这
一步的。即使移居到韩国，女性婚姻移民与娘家
还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本文通过对２０世纪

９０年代至２００５年之间嫁往韩国的中国延边朝鲜
族自治州在住婚姻移民的娘家成员等的访谈调

查，了解婚后女性与娘家的阶层变化、娘家的生活
空间越境化等，分析女性婚姻移民与娘家的相互
作用以及在此过程中遇到的问题，从婚姻移民的
送出方，即家族的角度来探讨延边朝鲜族国际婚
姻移动过程中的家庭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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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社会研究背景与调查研究方法概况

（一）社会背景

１９４９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延边的总人
口为８３．５万人，其中朝鲜族人口为５２．０２５　８万，
占总人口的６３．４％。１９４９—１９９３年间，延边朝鲜
族人口增长幅度比中国其他民族低，但仍处于缓
慢增长趋势。１９９５年朝鲜族人口为８５．９９５　６万，
占总人口（２１７．５８８　８万人）的３９．５％，逐渐转入
下降趋势。２０１０年为８０．１０８　８万人，占总人口
（２１９．０７６　３人）的３６．６％（延边州统计局，２０１１）。
在中国，少数民族人口没有增加反而减少的情况
很罕见，因此朝鲜族的有识之士们有强烈的危机
感。人口减少的主要原因是出生率低于死亡率、
人口外流包括大量的女性因为婚姻流向韩国（く

ォン，２００７）。朝鲜族人口大移动，其中女性扮演
了先行者的角色。

１９９２年中韩建交后，朝鲜族赴韩探亲的人激
增。１９９３年韩国的ＧＮＰ为８　１００美元，而中国仅
为４９０美元。另外，２０世纪９０年代是中国社会
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时期，缺少就业机会，
这些都是人口流动的输出因素（ｐｕｓｈ　ｆａｃｔｏｒ）。看
到有些人赴韩打工收入大幅增加，其他人也都热
切地盼望踏上韩国一获千金。但是，赴韩打工并
不容易。延边朝鲜族的祖辈大多是来自于现在的
朝鲜，而黑龙江等地朝鲜族的祖辈大多来自于现
在的韩国。因此，黑龙江等地的朝鲜族可以通过
探亲访友途径去韩国打工，而延边朝鲜族就很难
利用这一途径。当时有人不惜借贷款、缴高额手
续费甚至通过偷渡去圆赴韩之梦。在这种背景
下，朝鲜族女性与韩国男性结婚就成为赴韩的一
条捷径。朝鲜族女性和韩国男性的跨国婚姻经历
了以下几个阶段：

（１）１９９２—１９９５年为萌芽期：朝鲜族女性和
韩国男性的婚姻，在此阶段主要是通过亲戚介绍
而实现。赴韩打工潮开始席卷中国东北的朝鲜族
居住区，国际婚姻介绍所亦开始现身于延边。那
些怀抱通婚梦的朝鲜族女性中有些人是真心实意

想结婚，而另一部分人则是抱着赚钱的目的。
（２）１９９６—２００５年为高热期：结婚大潮中的

大多数是年轻单身女性或离婚女性，也不乏极少
数夫妻商量后达成假离婚的共识，不惜由妻子与
韩国男性假结婚，以达到赴韩赚钱的目的。假结

婚最初的目的是为了改善家庭生活水平，为子女
积攒教育经费，但长期的分居生活带来了诸多的
问题，最终也有迎来真离婚的夫妻。

（３）２００６年至今为冷却期：高热期中一些人
的盲目跨国婚姻带来了许多惨痛教训，比如离婚
率的增加、留守子女的心理问题和不良行为等。
另外，２０００年以后随着韩国“在外同胞政策”的实
施，入国限制有所降低，赴韩门槛低了。另外，在
韩打工的第一代供养出高学历的第二代，他们在
中国国内的发展前景不错，就业机会增加，所以盲
目婚姻移民人数逐步减少。
韩国的国际婚姻从２０世纪９０年代起呈递增

趋势。每年的国际婚姻案例数占当年婚姻总数的

１０％以上。一直以来，韩国女性的国际婚姻与男
性的国际婚姻相比占绝对多数。但从１９９５年起
韩国男性的国际婚姻比率大幅度增长，开始超越
韩国女性国际婚姻数，呈直线上升趋势。
据了解，年轻的延边农村女性的结婚对象很

多是大龄未婚的韩国农村或地方出身的男性，他
们年龄偏高，比朝鲜族女性平均高出６－８岁以
上，可谓老夫少妻型比较突出。韩国配偶以中低
收入者为主。月收入在１００万韩币左右的占

５８．８％。［４］首都首尔的一份调查资料显示，韩国配
偶中临时工占１／３之多。
朝鲜族女性以婚姻移民形式嫁到韩国后不得

不面对很多问题。以韩国学者为主的研究人员就
朝鲜族女性婚姻移民在韩国社会的适应问题进行

了大量探讨。据韩国学者的研究显示，在韩国社
会的经济、社会、文化等接纳方社会环境中朝鲜族
婚姻移民遇到了各种问题，由此引发朝鲜族女性
对韩国社会的不适应。不适应的内容包括：１．经
济因素———被雇佣机会有限、不得不在经济上依
附丈夫、低收入等贫困问题；２．社会因素———社会
活动有限、人际关系淡漠；３．文化因素———语言与
文化的相左、韩国人的以自我为中心而带来的偏
见等。
韩国政府从１９９８年６月１４日起施行新的国

籍法，重新规定与大韩民国公民结婚后，不论男
女，双方在韩国国内居住两年以上，并由法务部长
官批准方能取得韩国国籍。然而婚姻移民的入籍
全部由其配偶左右，这就无形中造成夫妇间的不
平等，因而带来了家庭暴力和婚姻破裂的潜在性
危机。［４］如果要申请永久居住权的话，规定必须在

·６５·



国内居住满５年。所以，作为女性婚姻移民，有些
人虽然有保留本国国籍的意愿，但在现行的规定
下只能选择最简便的合法滞留，即获得韩国国籍。

２００３年，韩国颁布“就业管理制”，此政策适
用于与韩国有血缘关系的同胞。婚姻移民或者已
入韩国国籍者，都可以邀请两名亲属赴韩，有就业
愿望的探亲者被允许后，可以在韩有条件地就业。
嫁往韩国的移民女性，其父母可以被邀请，通过正
当、便捷的手续进入韩国。这一“连带效应”，对朝
鲜族女性是一个很大的诱惑。通过缔结婚姻，不
需要花费中介费便可邀请两名亲属来韩国滞留

打工。
（二）研究背景———朝鲜族婚姻移民的家庭

战略
自２０个世纪８０年代以后，“国际移民的女性

化（ｆｅｍｉ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现象逐渐突显。
女性国际移民大体可分为家族合流（ｆａｍｉｌｙ　ｒｅｕｎ－
ｉｏｎ）、跨国劳务、国际婚姻三种流动方式。［５］其中，
看似不同的跨国劳务与国际婚姻，在摆脱本国贫
困生活的目的上有相似性。婚姻移民与劳动移民
一样，是全球化进程中移动大潮的重要组成部分。

Ｋｉｍ　Ｋｙｏｕｎｇｈｅｅ认为，亚洲女性所选择的婚姻移
动是通过与比本国富裕的国家的男性结婚，来克
服贫困的一种家庭战略；对富裕国家的男性而言，
这种婚姻是实现家族再生产的家庭战略，特别是
通过中介的介绍而结婚的夫妻持有以上战略的可

能性很大。［６］

那么娘家是否摆脱了贫困？娘家与嫁到国外

的女儿又是如何建构互动关系以改变生活的呢？

事实上，女性婚姻移民在接纳国的适应程度往往
与娘家的经济地位改善与否有着密切的关系。与
嫁往日本、台湾的中国及东南亚女性不同的是，朝
鲜族女性与韩国男性成婚后，可以不需要夫家或
者女儿本人资助娘家，而是借助韩国的探亲访友
制度邀请数位娘家亲属赴韩打工来改变生活。由
此可知，不仅是女性移民，其娘家成员也一同跨境
流动。全信子指出，朝鲜族婚姻移民间接地提高
了家族的经济地位和生活水平。特别是来自农村
的朝鲜族婚姻移民通过邀请父母、兄弟、姐妹等在
韩打工，积蓄资金，在城市买楼房，改变了代代务
农的生活方式，使他们更快地步入了城市化的进
程。［４］她注意到亚洲籍婚姻移民女性的特点，即婚
姻不只是个人战略而是具有个人带动全家人奔向

小康的家族主义特点。亚洲籍移民的国际移动由
其家族作决断的情况时有发生，这一点甚至被认
为是亚洲移民的特点，特别是女性往往被期待服
从家长制度的权威。因为女性被认为责任心更
强，能够认真执行汇款，比男性更值得信赖，家族
之长特别倾向于把年轻女性送往大城市或海外。
当然，亲族关系网同样在移动过程中起到重要
作用。
上述的研究对研究亚洲女性，特别是朝鲜族

女性的婚姻移动提供了很重要的视角，但有些问
题尚未解决。许多先行研究者并未关注婚姻移民
与娘家的跨境相互作用以及双方如何实施及展开

家庭战略这一问题，忽略了婚姻移民的初始目的
以及如何达到目的。因此，本文通过考察嫁到韩
国的女儿与娘家之间的相互作用，分析婚姻移民
娘家的家庭战略以及战略的展开过程，进而了解
娘家的阶层变化。

（三）调查研究方法概况
本文采用质性研究方法中的访谈法（ｉｎｔｅｒ－

ｖｉｅｗ），对访谈数据进行分析。笔者于２０１１年８
月、２０１２年２－３月、２０１２年８月，在延边朝鲜族
自治州的延吉市、珲春市、和龙市辖地农村及城
镇，对１４位朝鲜族女性婚姻移民的家庭成员进行
了采访。研究的婚姻移民对象中大部分来自收入
水平较低的下层劳动阶层，如农村以及城市下岗
人员。大部分访谈对象为婚姻移民的父母，也有
兄弟、姐妹、子女等其他亲属。另外，笔者还对延
吉市近郊、和龙市郊村屯的村委会妇女主任进行
了深入了访谈，通过妇女干部也了解了村落的移
民情况并收集了１２个案例。除此之外，笔者还对
跨国婚姻手续提供咨询服务的延吉市婚姻咨询公

司主任进行访谈，了解到７个案例。在延边调查
期间共了解到３３位婚姻移民及其家庭成员变迁
的案例。本文则以调查中的农村出身者为对象，
围绕家中女性缔结国际婚姻后其定位家庭（娘家）
的家庭战略进行分析。

二、朝鲜族婚姻移民的家庭战略的展开

被调查者中除了３名高学历的父母因是政府
机关工作人员或专业人士没有赴韩打工之外，其
余３０位婚姻移民的家属都利用韩国的亲族就业
制被邀请到韩国打工。婚姻女性中的大多数是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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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毕业，一部分是高中毕业，家庭都比较困难。改
变家人生活是延边朝鲜族女性与韩国男性成婚的

一个极其主要的动力。
除了年轻女性与韩国男性的国际婚姻外，离

婚或丧偶女性的国际再婚也比比皆是，甚至还有
老年妇女为了改变儿女的生活走上跨国婚姻之路

的。有一位老妇人已经年过７旬，为了能让子女
赴韩打工，与韩国老人结婚。此前她已经在韩国
某餐馆打工数载。这位老妇人一生工作得很不
错，但是现在两个孩子没有工作，她爱人又去世
了，没有办法，最后的出路就是嫁到韩国。她说，
人生最后一把火就是结婚，邀请两个儿子赴韩。①

朝鲜族婚姻移民的娘家人中，女性多集中在
韩国餐饮业、家政业，男性多集中在建筑业。他们
出身于农村，能吃苦耐劳，在韩国做着当地人嫌弃
的３Ｄ工种②，工作极其辛苦，每天要劳作１２个小
时以上，休息日很少。他们不约而同地说韩国的
生活节奏快，生活紧张。朝鲜族人在韩国基本上
没有语言障碍，再加上时值韩币汇率较高，辛勤劳
作往往都能换来一笔可观的收入，很多人不同程
度地脱贫致富。
个案１：婚姻移民者的姐姐金女士（４１岁，敦

化市某乡人，四姐妹的长女），
大妹妹２７岁时，经人介绍与年长７岁的韩国

男性结婚并在仁川定居。她父母被女婿邀请赴韩
打工５年。大妹妹的韩国丈夫开了一个食品运输
公司，现在姐妹的丈夫都在他的公司打工。几个
姐妹也都曾赴韩打过工，因为抚养子女，现都回到
延吉。

“以前我们家很困难，２００１年我妹妹和韩国
人结婚以后家里变化可多了。我妹妹去韩国后，
我们也都上韩国。本来都去不了，他们邀请了我
们才能去。去后我们都挣钱了，我爸、我妈也去挣
了五六年，这样家里生活好多了。”③

金女士为了照顾上学的女儿，一人从韩国回
到家乡，并在延吉和父母共同购买了三室一厅的
楼房，把农村的父母正式接来同住，另外还买了一
楼的商品房开了麻将厅。其他两个姐妹也都在延
吉买了楼房。金女士对孩子的教育很重视，送孩
子参加校外钢琴班和英语班，并购买了钢琴。对
于女儿的未来，金女士说：“将来，希望她（女儿）能

成为医生。”
案例２：婚姻移民者的姐姐黄女士（５５岁，和

龙市某镇人，四姐妹的长女）
黄女士和丈夫从农村出来工作，但不幸双双

下岗，后到延吉找工作，曾做过清扫员、客运站服
务员，但收入非常有限。最小的妹妹３２岁那年离
婚后，经同学介绍嫁给农村出身、后到京畿道打工
的年长两岁的韩国男性。当时娘家人的生活很困
难。黄女士本人、丈夫、儿子以及其他两个妹妹，
先后接受妹夫的邀请赴韩打工。小妹的家成了娘
家人的根据地，每个娘家成员都先在小妹家落脚，
稳定后才搬出来。小妹及其韩国丈夫给了娘家巨
大帮助。

“我小妹妹出去时家里条件不好，她开始是牺
牲自己，挺苦的，慢慢的家里，（娘家）经济好起来，
她那边也好起来了。我们家现在这个小房子是妹
妹给买的，我跟我妈在一起，她给买的一楼、二楼。
动迁后，增加了４０多平方，我们自己添了１０万
块，要是没有去韩国挣钱，哪来的钱。要是小妹不
去的话，我家孩子也去不了。我儿子去了，自己解
决自己的事情也不错。”④

黄女士的儿子近年也去韩国打工，她对儿子
能独立生活感到很欣慰。
个案３：婚姻移民者的父亲张先生（５５岁，和

龙市某村人，有一女一子）
张先生一直居住在和龙农村，现在从事玉米

种植。女儿初中毕业后去青岛打工。回到延吉
后，花了１．２万元在中介公司登记后被介绍给韩
国江原道小镇上的一位汽车修理工。２００６年，女
儿２６岁时成婚，对方年长８岁。随后张先生夫妻
受邀赴韩打工３年，张先生在海边从事渔业，妻子
在饭馆打工。回国后，张先生把农村的家翻修，并
给儿子娶上媳妇，给买了房子。张先生对于女儿
很是自豪。

“这房子是２万多（元）翻修的，都是女儿出
的，延吉的楼她买不起。还是女儿好，儿子是来剥
削的。”⑤

以上事例表明，女性婚姻移民给娘家提供了
不同程度的帮助。首先，婚姻移民女性义不容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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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提供签证服务，邀请娘家成员赴韩打工。其次，
有条件的还提供工作机会，提供住处，还为娘家购
房提供经济援助。大部分中韩国际婚姻中的朝鲜
族女性的最初目的是期望通过与韩国男性联姻，
提高自己家族的经济生活水平，这个愿望或多或
少都有所实现。

三、朝鲜族婚姻移民家庭战略的效应

（一）直接目标———在城市购买新房以及通过
教育达到阶层上升
通过案例可以看出，朝鲜族女性婚姻移民和

娘家的关系非常密切并有强烈的责任感。她们结
婚的目的不单纯是为了自己的个人幸福，作为女
儿、姐妹，她们甚至把自己的命运和整个家族的兴
衰紧密相连，所以婚后尽自己的最大可能帮助娘
家，包括父母、兄弟、姐妹还有他们的子女。她们
在结婚早期说服丈夫办手续邀请娘家人赴韩，这
是最基本的帮助；娘家人踏上韩国后，又帮助他们
寻找或提供工作机会及住处。有能力的还为父母
购置房产贡献一份力量。所有的被访者也都提到
房子。
房子历来是中国人心中之痛，在中国进入市

场经济后，房子成为个人身份地位的标志性财产。
城市逐渐脱离了福利性分房改为商品房后，农村
人也可以在城市购房，以此获得“城里人”的标志，
并可享受城里人的种种优惠，如便捷的设施、教育
及医疗资源。朝鲜族人打工归来的最大目标莫属
购置房产。在这里，房产的所在地很重要。在当
地，人们的财力由高至低的一个评价体系走向依
次为：延吉市的楼房→县级市的楼房→镇上的楼
房→在农村盖的新房→农村旧房。购买住房原本
是一个家庭范围的决定和选择，然而现在却成为
社会评价一个婚姻移民家族女儿在韩国的婚嫁如

何、是否孝顺父母、娘家人的出国打工是否成功等
方面的公认的标准。
调查对象中的绝大多数都通过家人的打工，

生活有了巨大变化。农村出身的２３人中，除情况
不明者３人、高学历者２人未借助女儿的帮助购
买楼房外，其余１８人中，９人在延吉市购买楼房；

３人在县级市购买楼房；２人重建了农村的房子；２
人赴韩打工维持了最低生活，没能购买或重建房
屋；剩下有２人为再婚女性的子女，母亲在韩国一

直为他们提供教育和生活费，直至大学毕业。
另外，对娘家下一代的教育同样会成为一个

衡量指标。朝鲜族素来重视教育，但是农村出身
的婚姻移民者及其家人由于学历低，只能务农或
在韩国做简单的体力劳动。家族通过女性的外嫁
换取家庭成员的高收入，但是家庭战略的最终目
标并不只在于此，而是培养教育出高学历的后代，
以期待真正的阶层上升。娘家的兄弟姐妹的子女
有很多目前也正在接受优质正规教育。

（二）间接效应———女性婚姻移民带动了娘家
男性和老年人的迁徙
时逢韩国制定就业管理制等对同胞优待政

策，很多女性婚后第一大紧迫任务就是尽快办理
邀请家人来韩手续。２００７年，韩国继“特例雇用
许可制”之后又颁布了“访问就业制”，针对在韩无
亲属的中国朝鲜族，通过参加韩国语考试并合格
后，由电子抽签选拔便可获得访问就业签证。此
举使赴韩打工之门由窄变宽。但是早在２０世纪

９０年代至２０００年，没有婚姻缔结的亲属关系是
很难实现赴韩梦想的。出国打工需要交纳大量中
介费或者冒险偷渡，非法滞留。朝鲜族女性的婚
姻移动不仅带动了姐妹、母亲甚至妯娌，而且带动
了老年人以及男性的国际移动。婚姻移民引发了
另一种移动———“连锁移民”的出现。
由婚姻带动的赴韩劳务大军中，朝鲜族老年

人的身影很突出。与韩国男性的联姻中不光有年
轻朝鲜族女性的国际结婚，还有国际再婚案例，甚
至还有高龄国际再婚现象出现。这样，在赴韩打
工者队伍中，６０－７０多岁的朝鲜族老人并不少
见，其中有些是国际再婚的当事人，也有婚姻移民
的父母。在中国，由于受孝道观念的影响，除非不
得已，很少让老年人作为一家的挣钱顶梁柱，所以
汉族老年人外出打工现象很少，年轻时辛苦工作，
年老后颐享天年、含饴弄孙被认为是人生之道。
在中国内陆贫穷的农村，老人一般留守在村中做
些力所能及的农活以及照看孙辈。但是朝鲜族老
年人赴韩打工并不少见，究其原因，这与韩国的就
业理念以及脏、险、累等行业的用工不足有关。韩
国再生产劳动（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ｅ　ｌａｂｏｕｒ）行业人手不
足，对有些行业而言，老年妇女甚至比年轻人更适
合，例如福利行业中的老人院的护工，一般家庭的
保姆、婴儿看护及餐饮业都是老年妇女活跃的舞
台。朝鲜族在韩女性的工作多为服务行业、家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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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男性多为建筑行业等３Ｄ行业。他们工作
强度大，时间长，还要忍受韩国人的非同胞式的
“像外国劳工那样的”待遇，感受到某种歧视。即
使如此，朝鲜族人珍惜机会在韩国辛勤劳作。与
国内不同，朝鲜族老年人在跨境劳务市场中也有
就业机会，这促使他们移动并尽最后的力量为改
善家庭生活作贡献。
年轻女性的跨境外嫁，还使得原本没有跨国

移动资本的男性，如父亲、兄弟、姐妹丈夫、儿子能
够合法便捷地到韩国打工。他们在韩国从事３Ｄ
行业中的重体力劳动，比如建筑业、渔业、农业等。
这也是韩国与其他婚姻移民接纳国的政策的不同

之处。嫁往日本、台湾等国家地区的越南籍、菲律
宾籍以及中国籍婚姻移民如果期待经济支援娘

家，只能依靠丈夫的支援或者自己打工。朝鲜族
女性的这场婚姻移动，与那些由男性的移动带动
作为家属的女性移动、２０世纪后半期出现的单身
女性的移动，甚至其他的亚洲女性的婚姻移动等
都不尽相同。家族期待通过一位婚姻移民的出
现，带动另一种移动———家中的多位成员赴韩务
工，以彻底摆脱贫困，实现经济地位、社会阶层上
升。但从另外的意义上，年轻女性的大量流失，也
间接地促使找不到适龄结婚对象的单身朝鲜族男

性离开家乡，流向韩国等他乡。
（三）间接效应———跨境扩大家族的形成
婚姻移民以及娘家人的生活空间虽然跨越国

境，但是频繁地产生相互作用（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一
般是由婚姻移民的父母先期赴韩打工数年回国，
随后兄弟姐妹及其配偶赴韩打工并把婴幼儿留给

祖父母抚养。子女进入学龄期时，孩子的母亲回
国照顾子女，期间婚姻移民的兄弟及姐妹的丈夫
等男性继续在韩打工。因此，延边一侧一般是母
亲或者祖父母留守在家抚养孩子，韩国一侧是父
亲及叔伯辈打工。家庭成员因为工作性质，在韩
国夫妻、家人分居现象比较普遍，但是家庭成员间
一般会保持紧密联系并定期会面。这种家族以地
理位置上分散跨境为特点，但不断地进行相互作
用，确认感情，在家庭成员不得不忍受的长期分离
中，跨境维持着亲情。另外，这个扩大的家庭网不
仅仅包括娘家亲属以及婚姻移民本人，有时还包
括韩国女婿。在调查中，有几例显示娘家成员的
韩国落脚点就是韩国女婿家，还有几例姐妹们的
丈夫们都在韩国女婿的公司工作，或由女婿给介

绍工作。韩国女婿给予妻子娘家的极大支持，不
仅包括到韩国需要办理的法律手续，还包括实际
生活上的帮助，甚至被编入跨国扩大家族网。

四、朝鲜族婚姻移民家庭战略遇到的问题及
调整

（一）婚姻移民家庭的期待落空
在韩国的朝鲜族婚姻移民渴望帮助父母家

人，但有时尽管嫁了韩国人，也力不从心。延边农
村女性和城市下岗离异朝鲜族女性的结婚对象往

往是韩国社会比较底层的男性。大龄未婚、农村
出身、没有固定职业、低收入或者身有病残以及患
有精神疾病等男性是这个阶层的特点，他们很难
和韩国女性结婚。朝鲜族女性拥有语言及社会网
络等资源，这使得她们对韩国社会文化的理解比
其他外国人更透彻。他们很可能多少会意识到自
己的丈夫生活并不宽裕，但是即使意识到这一点
也并未退缩。很多朝鲜族女性认为，只要到了韩
国自己同样可以工作赚钱，并且和韩国人结婚后，
可以通过丈夫邀请自己的家族成员赴韩打工。所
以她们普遍对韩国男性的要求并不苛刻，不拒绝
条件差的韩国男性。然而，现实有时超出女性婚
姻移民及其家人的想象。
案例４：婚姻移民者的父亲李先生（７０岁，和

龙市某村人，有两女一子）
李先生的妻子４５岁时中风后瘫痪卧床不起。

由于生活困难，三个孩子都不得不退学了。退学
时二女儿刚刚初中一年级，小儿子小学尚未毕业。
长大后，大女儿嫁给本村一个家庭条件不好的朝
鲜族男性，二女儿于１９９９年２２岁时通过亲属介
绍，花了３　０００元中介费赴韩国嫁给家住庆尚北
道的韩国男性。韩国丈夫比二女儿大１６岁，职业
是司机。刚嫁到韩国后，二女儿曾给家里寄过钱，
后来邀请弟弟赴韩打工后就不寄钱了。由于女婿
不同意妻子出去工作，所以只是在家做主妇没有
收入。李先生需要照顾妻子，无法出门打工，大女
儿身体孱弱，虽然曾经赴韩打工，但由于无法长时
间劳作收入很低。只有儿子是个全劳力，靠儿子
打工已经成为李家维持最低生活水准的长期手

段。由于家庭负担重，学历低，儿子３３岁还未能
娶妻。访谈时儿子刚好从韩国回来休息。虽然家
中收拾得很干净，但一直是旧房没有翻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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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里的生活女儿指望不上，只能指望儿子去
韩国打点工，他现在回来了以后再去（韩国）”⑥

女儿的确和韩国人结婚了，但是女儿除了给
娘家人办理赴韩手续外，无法再提供更多帮助。
娘家人里因病弱成员的存在导致无法靠打工改善

家庭生活条件，只能依靠有限的劳动力赴韩打工
以维持父母的生活。
案例５：婚姻移民者的母亲金女士（５９岁，珲

春市某乡人，有两子一女）
金女士的女儿带着改变家庭命运的使命，于

２００４年２２岁时向堂姐支付１万元介绍费后嫁给
一位年长１７岁的韩国仁川的农村男性。

“我家原来在村里住破草房，生活很困难，当
时家里搞养鸡场亏损，赔了大概五六万元，所以女
儿是为了救一家人去韩国的。我们村子朝鲜族
多，但是嫁出去的并不多，我们也是因为家庭条件
不好才去的”。

女儿赴韩后立即让丈夫邀请了自己的父母。
老两口于２００６年赴韩打工３年，回国后在县级
市———珲春市内买了一套两室一厅的楼房。两个
儿子和儿媳妇从２００８年开始在韩国打工至今。
老两口平时在家照看３个孙辈。女儿婚后因为生
活窘迫，仅在母亲生病时由娘家出路费探亲过一
次。在韩国打工的两个哥哥还需要时常在经济上
支援妹妹一家。

“女儿的生活非常困难，没有钱。她想不能让
两个孩子都变成没有爸爸的孩子，所以一直在那
边支撑，但是现在实在是没办法了。女婿根本不
爱干活，她快支撑不下去了。家里的煤气费、取暖
费都交不上，饭也做不了。因为这样，女婿去跟弟
弟借钱，弟弟也不借；跟父母要，还被父母给骂回
来了，没办法女儿向哥哥诉苦才借了５０万（韩币）
交了煤气费。门口天天贴着水、电等杂费的欠费
条，这个费那个费的，天天都贴在门口。所以说日
子过得特别不顺心。”⑦

韩国女婿因为不工作，女儿的生活过得很不
幸福，依靠在韩国打工的哥哥们的经济帮助，才能

暂时度过难关。在韩国，依靠在韩打工的娘家人
的帮助维持生活的朝鲜族婚姻移民不是个案。如
延吉市某村妇女主任姜女士这样描述：“在韩国生
活困难的人才来这里结婚，可一看是韩国人，朝鲜
族心里觉得他生活挺好的，但是仔细看的话就知
道他们在韩国是最底层的人。我们村有一家把女
儿嫁到韩国，生活得不好，父母很心疼，于是去韩
国干活儿，开工资都给女儿。”⑧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至２０００年，即早期的朝鲜族
女性和韩国男性的婚姻盲目性很强，不少婚姻勉
强维持。以上两个案例中的韩国丈夫都有不同程
度的问题或原因导致家庭生活贫困，但是都能给
娘家提供赴韩劳务的机会。有些人的娘家劳动力
匮乏，难以靠自身的力量改善生活，一些家族期盼
女儿通过跨国婚姻改变娘家的经济状况，却无法
实现。另一些人的娘家劳动力充足，改善自身生
活并能给予婚姻移民的女儿或姐妹以经济支援。
韩国的探亲访友制度允许本国的娘家人赴韩打

工，从而出现经济处于劣势的朝鲜族支援韩国女
婿一家这种现象。

（二）婚姻移动经济劣势方的逆向补偿
通过之前研究者的成果我们可以了解，亚洲

婚姻移民女性的韩国结婚对象在韩国社会处于底

层，劳动阶层居多，他们因个人条件无法与本国女
性结婚。不少报告指出的一些韩国丈夫有不同程
度的不利于婚姻生活的问题，比如低收入、精神疾
患、不爱工作、对妻子施暴（ＤＶ）等现象。这一点
与本调查吻合。
一部分朝鲜族娘家的父母及兄弟姐妹在韩打

工的收入需要接济更为困难的在韩女儿一家。属
于发展中国家的娘家人，借助家族成员和发达国
家男性成婚而得以赴韩从事低贱、当地人所回避
的职业，但是却要接济先进国家的女婿和女儿，这
是在婚前没有预想到的事情。对此娘家迅速调整
策略，对窘迫的出嫁女儿实施帮助。同时，由于家
族成员在韩国，对女儿的情况了解得更加透彻，可
以从感情方面支持身为婚姻移民的女性，使她们
不至于孤立无援。跨国婚姻往往就意味着丧失娘
家的支持网络，但是由于韩国与中国朝鲜族的特
殊关系，相当多的婚姻移民能够拥有娘家的跨境
支持体系。从这个方面也可以看到，朝鲜族家庭
成员之间关系密切，对出嫁的女儿也会提供帮助。

（三）婚姻移民家庭跨国打工持久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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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访对象中除了３个高学历的家族之外，所
有的家庭都有成员在韩长期打工。本来预想为短
期行为的跨国劳务，实现在城里买房等最初的目
标之后，他们发现家族的生活已经无法摆脱对部
分家庭成员在韩打工收入的依赖。这与延边的产
业结构失衡、消费产业发达的地区特点有关。因
此，在韩务工不再是暂时的、短期行为，而是逐渐
演变为固定的、持久的行为。在韩务工人员不得
不利用两国的工资差价，靠在韩做不稳定的、３Ｄ
性质的工作来维持国内家族生活，以及子女的教
育费用。不少朝鲜族务工人员表示“干到老、得干
不动为止”，或者“有病才回来”，表现出打工持久
化现象。这也显示出朝鲜族农民回国发展空间有
限，可利用资源匮乏。

跨国打工的持久化使得很多家庭不得不忍受

家庭成员的长期分离。这也造成了一些社会问
题，例如留守儿童问题、离婚率高、出生率下降等。
其中，双亲或单亲不在身边或者由亲属代为抚养
的少年儿童形成一定规模。另外，青少年的精神
疾患已开始显露。这些是非常令人纠结的结果，
即为了提高家族生活水平而赴韩务工，但是务工
的结果导致家庭破裂或成员不幸。因此，此种格
局需要强大的家庭凝聚力、成员的牺牲精神来维
持，并且需要不断调整家族策略。在这种基础上，
跨境扩大家庭的形成，无疑增加了凝聚力。

上述案例中的家人都得以受邀赴韩务工。在
家庭战略实施过程中，他们不断调整以适应变化。

五、结语

中国朝鲜族婚姻移民的移动与中国女性赴

日、赴台、赴欧美的婚姻移动以及越南女性的赴
台、赴韩的婚姻移动，菲律宾及泰国女性的赴日婚
姻移动等亚洲女性的国家(地区)间的婚姻移动不尽相

同。其不同之处在于以女性为推动力，以婚姻为
纽带，带动家族的移动。这样的移动在跨境而不
跨族的特定族群间容易实现。这样的族群虽然跨
境而居，但其族源相同，大文化背景相同，语言无
障碍，习俗无大异，所以才得以以婚姻为纽带。当
然，接纳国的移民政策、外国劳动者的政策等国家
体系的支持也是必不可少的因素。中国大陆女性
的赴台移动也具有跨界同族的特点，但是台湾的
政策不支持，以及后来中国国力的逐渐上升，都使

这类另一种移动现象未能出现。
从对中国延边朝鲜族婚姻移民女性的送出方

的家族及有关人员的访谈，我们可以了解到婚姻
移民这一个人行为与娘家的家庭战略之间的关

系。即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至２１世纪初的这一特
定的历史时期，朝鲜族婚姻移民的家族以女性家
庭成员的跨境婚姻移动来达到家族利益的最大

化。很多研究指出，亚洲籍婚姻移民女性嫁入的
是韩国父权制（ｐａｔｒｉａｒｃｈｙ）特点浓厚的家庭。韩
国的国家移民体制对不能顺应韩国的儒教文化特

点的父权制的亚洲籍女性婚姻移民不断排斥。在
这个意义上，接纳方的家庭和国家都扮演着父权
家长的角色。但是同样需要注意的是，不单是婚
姻移民的接纳方，送出方的家族也扮演了父权家
长的角色。从事例中可以看到，不少女性往往是
身负拯救家族的重任而嫁往韩国。可以说，不少
女性是离开一个父权制后又跌入到另一个父权家

长制中。在这样的文化脉络中，女性对家族的奉
献往往被视为理所应当。朝鲜族女性，作为家中
女儿、姐妹以及母亲，有时是家人对他们施加的有
形的或无形的压力，有时是自己察觉到家中困境
而主动选择了婚姻移民的道路。

还需要注意的是：其一，朝鲜族女性送出方的
家庭战略中显示出战略的主体既是个人又是家

族。婚姻移动的主体是朝鲜族女性，改变贫困的
国际劳务输出主体却涵盖几乎所有家庭成员。其
二，家族的利害关系和个人的利害关系在某种程
度上是一致的。比起强迫女儿外嫁，更确切的说
应该是有一部分家庭期待女儿外嫁以改变生活。
对婚姻移动的当事人朝鲜族女性而言，改变自身
命运与改变家族命运在某种程度吻合而导致婚姻

移动发生的情况居多。所以，不能单纯认为家族
集团的合理选择是以家族中女性的牺牲来实现

的。另外，当婚姻移民女性在韩国遇到困难时，家
族成员鼎力相助，表现出家族利害与个人利害的
一致性。

此外，家族战略也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有机
的、灵活的。通过女性婚姻移民和本国家族之间
不断的跨境相互作用，针对提高家族的利益以及
实施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家庭战略得到不断调整。

注释：
①根据延吉市婚姻咨询服务有限公司赵女士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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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１年８月１９日访谈，延吉市。

②韩国把脏、累、苦的行业叫做３Ｄ行业。

③金女士，２０１２年８月２３日访谈，延吉市被访者家中。

④黄女士，２０１２年８月２７日访谈，延吉市某咖啡店。

⑤张先生，２０１２年３月４日访谈，被访人家中。

⑥李先生，２０１２年３月４日访谈，和龙市被访人家中。

⑦金女士，２０１２年２月２７日访谈，珲春市被访人家中。

⑧姜女士，６０岁，２０１１年８月１９日访谈，延吉市被访

人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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